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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在产业发展系统性上还存在不足,

如何形成一个多主体参与下的农村三产融合长效机制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基于产

业发展模式不同的两个村庄,研究聚焦于农村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构建,分析了“外来型”

与“内生型”两类企业及其他相关参与主体在其中发挥的行为作用。研究发现:“内生型”企
业与“外来型”企业相比在发展融入阶段更容易基于信任累积实现融合,乡贤在修正“外来

型”企业偏差的同时,引导“内生型”企业沿产业链扩展升级。随着产业的发展,两种创业模

式进入价值赋能阶段,逐步形成外生指导、内生发展与共演修复三大机制。在三大机制的

作用下,农村可以形成三产融合长效机制,可为巩固脱贫成果并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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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现在,中国已进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做好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是指导两大战略实践的现

实需要,是两大战略目标一致性和内容重叠性

的逻辑需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农业农村政策

学的理论需要[1]。为了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国政府连续对乡村振

兴进行关键部署。其中,产业兴旺作为实施乡

村振兴的首要任务[2],是实现“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的基础。在脱贫攻坚时期,产业扶贫以产

业集聚为依托对贫困地区进行区域化布局,通
过产业链建设推动地区的产业振兴,为农村一

产、二产、三产的产业融合(简称三产融合)奠定

坚实基础。具体来说,创业企业通过发挥创业

减贫优势,在促进三产融合时可以发挥重要作

用。创业企业可以结合当地客观发展条件着力

构建资源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产业体系,将新

技术、新要素、新业态不断向农村渗透、融合,在
杜绝产业发展千篇一律的前提下,有效地保证

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产业旺则乡村兴,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是

产业融合[3]。保持农村创业企业的活力,持续

发挥创业减贫的作用对于推动三产融合至关重

要。从长远来看,总结脱贫攻坚过程中的典型

案例,构建三产融合长效机制对于我国实现乡

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



此,本文以村庄创业减贫实践为切入点,将产业

扶贫、产业链延伸到三产融合过程整合到一个

故事线,并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三产融合长效机

制的构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文试图解答

不同模式的创业企业如何塑造三产融合长效机

制这一核心问题。

1 文献综述

1.1 三产融合的内涵和中国实践

农村三产融合是以农业为依托,通过产业

联动、产业集聚、技术渗透、体制创新等方式,延
伸农业产业链、扩展产业范围和增加农村居民

收入的业态[4],在促进我国农业增效、农村居民

增收和农村繁荣等方面被寄予很高的期望。
近年来,学术界针对农村三产融合的关注

持续深入,主要集中在融合模式、效应及水平评

价等维度。在模式探讨上,当前的融合路径主

要包括农业内部的产业整合、产业链的纵向延

伸、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交叉融合,以及现代

技术向农业领域的渗透与融合。在融合效应层

面,学界普遍认同农村三产融合有助于推动农

村居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村三产

融合不仅可以逐步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
经营形态与利益联结机制[5],而且通过发挥农

业多元功能、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优化要素配

置,可以借助产业链延伸吸纳剩余劳动力,有效

带动农民增收[6]。此外,三产融合也被认为是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

撑[7]。在融合水平评价方面,部分研究构建了

涵盖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拓展、服务业

与农业融合、经济社会效益等多个维度的指标

体系,并结合流通、生产、分配等环节,对农村产

业融合程度进行了量化评估[8]。
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归根结底要对农

村的土地及各方面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

资源进行有效集聚和整合。土地是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实现土地规模化生产及

合作社经营,鼓励农户通过土地流转,以土地、
资金入股企业等增加收入[9],农村居民以土地

经营权入股,整合起来的土地可以发展成为特

色农业产业基地。要实现农村产业融合的可持

续发展,必须构建以信息披露机制、激励相容机

制和自增强机制为核心的“居民—土地—产业”

一体化协同机制[10]。

1.2 创业减贫理论:解释农村产业发展的新

视角

贫困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各国政府

也一直致力于减贫。多维贫困的提出为研究贫

困与减贫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有研究表明,慢
性贫困是贫困现象的重要表征,政府及社会必

须在医疗、教育和技术能力上对贫困群体给予

相关支持,通过“能力开发”来减缓贫困的脆弱

性和长期性[11]。除此之外,提高农村家庭的资

产水平和身份认同能够显著降低贫困的脆弱

性。因此,应在促进贫困群体资产的不断积累

并提高其运用效率的同时促进其身份认同的转

变,从 而 达 到 减 贫 和 降 低 贫 困 脆 弱 性 的 目

的[12]。贫困群体资产水平和身份认同的转变

离不开农村产业的发展,产业扶贫成为贫困地

区发展的较佳选择,这是因为,一方面产业扶贫

能显著降低贫困的脆弱性;另一方面产业扶贫

在中国的减贫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脱

贫攻坚的深入,面对一些难以脱贫的深度贫困

群体,创新减贫方式势在必行,而创业减贫成为

近年来不断实践的新理论热点。
随着减贫实践的丰富,关于创业减贫的文

献有了一定的积累。通过对创业减贫文献的梳

理,发现可以将文献按照对贫困的定义分为两

种情形。其一,从传统的按收入界定贫困标准

来看,通过创业弥补贫困人群的资源欠缺可以

使其摆脱贫困,现有研究给出了不同的创业模

式来帮助贫困人群进行减贫。其二,根据多维

贫困的概念来进行减贫研究,为解决贫困群体

的能力不足[13]和地域的制度限制[14]提供解决

方案。现有研究主要从资源补给理论、新BOP
模式、本土创业减贫、平台赋能理论、制度变革

理论和学习变革理论等方面对创业减贫前沿理

论研究与未来方向进行了深入探索[15]。资源

补给理论强调当资源匮乏、供给不足时,资源的

汇集和直接供给能够促进创业需求并减少贫

困[16],诸如知识、物质、政治稳定、创业导向等

资源是推动贫困人群创业的主要因素。在多维

贫困概念提出后,新的创业减贫理论开始出现。
新BOP模式将贫困群体重新定义为商业合作

伙伴甚至是自负盈亏的独立生产者。在新的定

位下,促进政府、企业、创业人员与贫困群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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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广泛的合作关系并建立起有针对性的消费市

场,成为当前新BOP模式关注的重点方向[17]。
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由于价值链和制度的缺

失,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是企业建立跨部门价值

网络的成败关键[18]。与外部创业者带动贫困

人群减贫的BOP模式不同,本土创业减贫理论

强调的是本地的贫困群体基于自身拥有的地域

文化,以自我雇佣的方式进行创业并以此达到

减贫效果。实际上,本土创业减贫面临着一系

列的问题。第一,由于当地文化及外出劳动力

不愿意返乡等问题,本地居民并不都愿意创

业[19]。第二,要带动大多数本地居民参与扶贫

企业,需要类似“万事通”“新乡贤”之类的引领

者。第三,单纯依靠自身力量而忽略外部因素

的本土创业减贫并不容易开展,政府和非营利

性社会组织需要发挥作用来引导、创造创业机

会[2],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正体现了政府的引

导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作用。精准扶贫政策虽然

是由政府主导,但实际上各参与主体都发挥了

重要作用,为贫困群体赋能提供了基础。还有

文献基于平台赋能理论分析了数字技术和创业

减贫的关系,通过对“淘宝村”的考察发现,“淘
宝村”在帮助农民销售产品提高收入的同时,也
为农民提供了价格低廉的产品[2]。农产品电商

在扶贫中的作用在于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条

件,注 重 渠 道 的 精 准 性 和 农 户 的 全 方 位 参

与[20]。同时,创业减贫得益于扶贫制度的全方

位变革。这是因为,制度的供给不足是造成贫

困的原因之一[21],政府的治理方式、多方共建

具有包容性的产业化区域创新体系能够有效促

进农村居民的创业动力和能力[22]。与此同时,
制度变革理论特别强调,创业减贫并不是单纯

地追求经济效率,制度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

平等[23]。虽然以上理论与研究能够提高创业

减贫的效果,但实际上提高贫困人群的减贫主

观能动性、改变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才是关

键,这也是学习变革理论所研究的问题[24]。教

育和培训可以提高贫困人群的主观能动性,而
这种主观能动性是创业减贫的巨大动力[25]。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创业减贫和三产

融合长效机制的建立有助于解决中国农村发展

问题,相关研究也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

现有研究还存在不足:第一,创业减贫前沿理论

虽然给扶贫提供了诸多新方向,但各个分支理

论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

论体系;第二,创业减贫和三产融合长效机制还

未建立起充分的理论联系。作为巩固脱贫成果

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前沿理论,如何将不同

的分支理论归纳到统一框架下去分析,关系到

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构建,也关系到我国脱贫

攻坚成果的巩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基于现有文献的不足并通过文献的梳理,本文

将创业企业实践与三产融合看作是一个共演共

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业企业的实践根植

于脱贫攻坚过程中使用的创业减贫理论,在创

业减贫理论体系下,创业企业选择符合自身发

展的具体理论进行实践。农村的三产融合沿着

“初步融合—深度融合—形成机制”的路径逐步

演进。通过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试图深入挖掘

不同创业企业在农村三产融合过程中创业减贫

实践的具体模式并比较其中的异同,在此基础

上归纳总结农村三产融合的长效机制,以期为

进一步落实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

依据及实践思路。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案例研究能够有效揭示变量间的新关系、
提出新构念,并系统刻画研究对象的动态演进

机制[26]。与单案例研究相比,跨案例研究更有

利于辨析不同情境下的异同,通过横向对比与

纵向追踪,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理论建构

能力,可以具备更高的信效度水平。同时,由于

时间脉络与关键时机在社会发展与组织演进中

具有重要作用,严谨的学术研究有必要融合时

空视角,采用整体性分析框架。纵向案例研究

方法尤其适用于处理跨层次、多阶段、复杂的理

论问题[27]。本文基于研究的核心目标,选择采

用跨案例研究设计,并依托扎根理论的分析路

径,对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进行编码与归纳,提
炼创业减贫与农村三产融合过程中关键要素的

互动关系与演化路径。
在案例村庄的选择过程中,本研究遵循三

项原则:第一,典型性原则。所选案例应在创业

减贫与三产融合方面成效显著,能够清晰呈现

从企业实践到长效机制形成的完整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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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模式可有所不同,但应具备较强的代表性。
第二,多样性与对比性原则。案例选择兼顾复

制逻辑与差异比较,涵盖不同地理区位、创业企

业类型及其他参与主体特征,以增强研究的维

度丰富性与外部效度。第三,完整性与可及性

原则。案例村庄需允许访问核心参与主体,并

支持可能的追踪调研;同时,为满足三角验证需

要,案例村庄应能提供较全面的内部资料,确保

原始数据的真实性与丰富性。依据上述原则,
本研究最终选定贵州省团结村与江西省黄溪村

作为分析对象。案例信息见表1。

表1 案例信息

Tab.1 Case
 

information

案例对象 黄溪村 团结村

所处位置 江西省修水县 贵州省遵义市

基本概况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山区县、人口大县 革命老区、山区、贵州省深度贫困村

访谈人数 55 37

一手资料 5万字 15万字

二手资料 7万字 9万字

现场观察 村办企业、种植基地、旅游项目、新型社区等 天渠景区、种植基地、旅游项目、新型社区等

2.2 调研过程与数据处理

2.2.1 调研过程

2019—2022年,研究团队多次深入2个案

例村庄进行调研,在具体调研中采取了非结构

化访谈方法、观察法、田野调查法等方法收集一

手数据,通过以上方法,研究团队整理筛选出有

效文字记录20万字左右;此外,研究者还收集

大量二手资料作为补充,提高案例分析质量,二
手资料主要来源于政府文件、媒体报道、会议记

录等,共计16万字左右。

2.2.2 数据处理

研究团队对2个案例村庄的资料进行整

合、质证,确保其能反映村庄真实情况。首先,
对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分析并检验理论饱和度;
依据“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式编码”
的扎根理论的数据处理程序展开数据分析。数

据处理过程中,严格遵循扎根理论范畴归纳和

模型构建步骤对所收集资料加以抽象化和范畴

化,保证研究信度和效度。在不断提炼的编码

过程中,研究团队也在数据和现有文献之间切

换,成为“知识中介人”,通过现有的文献逻辑和

理论解释研究资料数据,同时又保持一种批判

态度,帮助研究团队洞察数据的内在意蕴。对

于在编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有争议的逻辑问

题,本研究在咨询相关专家的基础上进行了多

次修订与删改,尽可能避免编码者的主观性影

响,提高编码客观性。

3 案例分析与发现

3.1 发展融入阶段:困境与探索(2013—2015年)

3.1.1 团结村:“外来型”创业企业的现实

困局与破局之策

团结村作为贵州省深度贫困村,地处山区、
交通不便、自身产业基础薄弱,脱贫难度较大。
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在产业扶贫时需要一个“外
来型”企业嵌入团结村进行强有力的帮扶,中天

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天金融)在此背

景下响应贵州省政府的号召,入驻团结村开展

帮扶。
中天金融入驻团结村初期,除了需应对客

观制约,还面临着来自当地贫困群体的信任缺

失问题。由于此前部分扶贫企业及项目存在承

诺未能落实、帮扶措施虚化等现象,加之村民对

精准扶贫政策理解有限,中天金融在推进创业

减贫项目之初并未获得村民的充分信任,甚至

屡次遭遇村民阻挠施工的情况,中天金融的创

业减贫实践一度陷入停滞。
面对上述困局,中天金融转变创业思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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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与政府联系并依靠当地新乡贤的威望进行创

业减贫实践。首先,推动基层政府制度逻辑的

重构。为破解信任危机,中天金融主动开展入

户走访,逐步赢得村民信任,初步打开了创业减

贫的僵局。同时,政府也积极回应,推进制度创

新与项目差异化实施,逐步构建起政企之间制

度嵌入与能力互补的协同机制。其次,发挥当

地新乡贤的协调作用。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在

团结村有较强的号召力。中天金融以乡贤为切

入点发展“天渠”景区,在此过程中,黄大发充分

发挥作用,积极参与到产业发展的具体规划与

宣传中,村民也在黄大发的带动作用下,逐步参

与到创业减贫实践中,中天金融也逐步实现了

信任累积的过程。
此外,中天金融通过补充医疗商业保险,阻

断因病返贫;基层政府则通过强化政策宣传,增
强村民对政策与制度的认同,这些举措都激发

了村民参与创业减贫实践的内生动力。同时,
除了开展技能培训与发展基础教育,团结村还

着重培养新乡贤群体,为长期发展积累人力资

本。最后,团结村在多方深度协同下,通过对村

内原有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与规划,有效盘活农

村资产、资源与资金,提升其配置与使用效率。
如上所述,作为“外来型”创业企业,中天金

融在外部资源方面存在明显优势,即便如此,其
在发展融入阶段仍然出现了发展困境。如果创

业企业的利益诉求与制度逻辑和当地村委、村

民存在矛盾,就会导致其在发展融入阶段的创

业效果出现一定的偏差。要解决这一偏差,需
要让乡村中具有威望的乡贤从中起到协调作

用,团结村中的老支书黄大发扮演的正是这样

的角色。从这一阶段编码的结果可以看出,在
政府乡贤、企业乡贤、企业村民等“多方深度协

同”下,企业进行“嵌入型创业”,通过搭建创业

平台对产业体系进行重构,在这个过程中,带动

村民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并逐步获得村民信任,
进而通过创业减贫实践显著增加村民收入,个
人技能水平明显提高,在身份认同摆脱“贫困群

体”标签的同时,“内生动力”显著提高,也进一

步实现了初步的“产业融合”。在这个过程中,
多方深度协同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乡村治理

体系,并对创业减贫实践和三产融合有推动作

用。值得注意的是,“多方深度协同”强调的是

在创业减贫与产业融合过程中现有及潜在参与

主体的广泛参与。“嵌入型创业”有别于“输血

式”扶贫创业活动的被动实践,强调的是不同参

与主体深入实践活动本身,根据各自的利益诉

求在协同框架下找到整合点,以解决迫切的现

实问题为首要目标进行创业实践活动。
团结村在发展融入阶段的编码汇总和发展

路径分析分别见表2和图1。根据在发展融入

阶段的编码汇总和相关机理分析,得出2个

命题。

表2 团结村在发展融入阶段的编码

Tab.2 The
 

coding
 

in
 

th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stage
 

of
 

Tuanjie
 

Village

聚合维度 二阶主题 一阶构念

多方深度协同

政府企业协同

创业减贫

协调机制

第一书记制度

政府乡贤协同
精神带动

基层治理

企业乡贤协同
人力资本积累

培养新乡贤

企业村民协同
带动机制

信任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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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聚合维度 二阶主题 一阶构念

内生动力

提升内生动力 脱贫积极性提高

身份认同
身份转变

创业机会

嵌入型创业
搭建创业平台 发展集体经济

产业体系重构 立体化产业

产业融合 完善产业体系 产业集群

图1 “外来型”创业企业在发展融入阶段的发展路径

Fig.1 Development
 

pathways
 

for
 

non-local
 

startups
 

in
 

th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stage

命题1:“外来型”创业企业在资源方面存

在优势,但由于利益诉求与制度逻辑和当地村

委、村民存在矛盾,在发展融入阶段会出现一定

的预期偏差。
命题2:“外来型”创业企业通过与当地政

府、乡贤群体多方深度协同进行嵌入式创业,逐
步提高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为创业减贫实践

提供优质人力资本,可以为产业融合创造有利

条件。

3.1.2 黄溪村:“内生型”创业企业的自适

应性发展

黄溪村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修水县的

一个村庄,除了产业基础薄弱,还普遍存在赌

博、酗酒、打架斗殴等不良现象。与团结村不

同,黄溪村选择了“内生型”创业企业来进行创

业减贫实践。
在精准扶贫大背景下,优秀企业家徐万年

被选为村支书。徐万年年轻时便在黄溪村担任

村干部,此后创业取得成功,成了当地有名的民

营企业家。2008年,面对黄溪村的困境和村民

的期望,徐万年高票当选为黄溪村支书。随后,
徐万年迅速找到黄溪村面临的问题:首先,贫困

群体内生动力不足。留守村民中有不良嗜好者

不在少数。其次,产业选择不合理。原来黄溪

村以种植水稻为主,村里的产业发展也没有合

理统一规划。最后,乡村治理水平落后。黄溪

村硬件条件极差,村干部薪资得不到保障,基层

治理积极性不高。
面对问题,徐万年把自身乡贤与基层政府

的双重身份进行融合,同时发挥自身社会资本

优势进行创业减贫实践,实现了政府、乡贤、产
业发展多方深度协同,这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在

扶贫产业发展决策过程中相互掣肘的难题。经

过对黄溪村自然条件和周边市场环境的反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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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及和黄溪村的干部、村民就因地制宜地大力

发展蚕桑产业的充分讨论,黄溪村选择了蚕桑

产业作为创业减贫实践的发展方向。同时,针
对种桑养蚕技术缺乏的状况,徐万年带领着村

干部和几名骨干到浙江学习,明确了自己掌握

技术创业成功后再指导村民的具体方针。
在发展桑蚕产业时,黄溪村“内生型”创业

的优势逐步体现。首先,黄溪村进行资源整合,
明确“确股确权不确地”,为桑蚕产业发展提供

了基本保障。其次,黄溪村的创新创业模式聚

焦于土地制度改革,通过“三权分置”盘活存量

资产。再次,改善交通条件。通过修建黄溪大

桥,黄溪村与通往修水县县城的国道连通,为后

期产业融合提供了便利条件。最后,徐万年带

领着村干部等骨干到浙江一些地方学习,引进

桑叶品种,回村后对贫困群体进行技术再培训。
通过一系列的举措,黄溪村在融入发展阶段产

业明晰,发展迅速。桑田蚕业公司的成立标志

着“内生型”创业企业融入黄溪村。
可以看出,与“外来型”创业不同,“内生型”

创业在产业发展期的适应性更强。“内生型”创
业企业与其他主体间基于互相信任更容易实现

“多方深度协同”,通过赋能快速实现社会资本

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并带动内生动力提升。
由于“内生型”创业的天然优势,村庄更容易形

成优良的乡村治理秩序并对初期产业融合的进

程起到加速作用。
黄溪村在发展融入阶段的编码汇总和发展

路径分析分别见表3和图2。通过以上论述分

析,本文得出新命题。
命题3:“内生型”创业在产业发展期的适

应性更强,可以有效避免组织与企业间因制度

逻辑张力而出现的资源内耗,能够更好地聚集

周边优势资源,为产业链升级和三产融合提供

条件。

表3 黄溪村在发展融入阶段的编码

Tab.3 The
 

coding
 

in
 

th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stage
 

of
 

Huangxi
 

Village

聚合维度 二阶主题 一阶构念

多方深度协同

乡贤政府协同 双重身份融合

乡贤产业协同 乡贤带动

政府产业协同
科学决策

指导机制

内生动力
社会资本积累

人力资本积累

互相信任

赋能贫困群体

内生型创业

资源整合
土地流转

交通改善

稳固创业基础
能力培养

资金保障

乡风文明宜居
摒弃贫困文化

改善村居条件

产业融合 产业链形成 产业逐步发展

3.2 价值赋能阶段: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形成

(2016—2020年)

3.2.1 团结村:“品牌”带动三产融合

随着多方深度协同下创业减贫实践的推

进,中天金融精准施策、精准帮扶,农旅产业共

同发展,“外来型”创业企业的创业减贫实践开

始进入价值赋能阶段。在经历融入发展阶段

后,中天金融仍面临产品结构较为脆弱、加工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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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内生型”创业企业在发展融入阶段的发展路径

Fig.2 Development
 

pathways
 

for
 

locally-rooted
 

enterprises
 

in
 

th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stage

度不足、销售渠道有限及消费市场需求对接不

充分等挑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减

贫成果的可持续性。为有效应对上述挑战,中
天金融进一步依托其企业治理能力与资源优

势,在既有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产

业链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整合,逐步实现三产协

同发展。具体举措包括构建以绿色有机农产品

为核心的种养产业体系,并延伸加工链条,提升

农产品附加值;同时,整合当地旅游资源,依托

“天渠”景区这一独特资源发展乡村旅游。通过

上述“外来型”创业企业的系统性减贫实践,团
结村逐步建立起结构完整、功能互补的产业

体系。
为进一步促进三产融合,持续发挥创业的

减贫效应,中天金融创立“乐耕甜”品牌,该品牌

覆盖团结村的农副产品及旅游文化产品。“乐
耕甜”实体店成立后在贵阳等周边城市开始面

向社会营业,并通过网络电商的营销渠道进行

销售,截至2020年,“乐耕甜”开设了5家线下

门店、1个线上商城,覆盖22个城市社区,拥有

2.3万名活跃会员,年销售额突破3
 

000万元。
在增收方面,“乐耕甜”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包

装和市场化运营,显著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由此可见,“外来型”创业企业借助其丰富的经

营经验可以迅速打通团结村整条产业链,从生

产、加工再到销售环节都有专业的运营,这大幅

提升了农户的收入,巩固了创业减贫的效果。

在中天金融的持续推动下,团结村依托农

旅产业的良性发展已实现脱贫。为有效巩固脱

贫成果,积极对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天金融

进一步挖掘当地产业发展潜力,优化产业体系

结构,并依据实际发展进程适度扩大生产规模,
推动三产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具备自我调适

能力的三产融合机制。在此过程中,中天金融

逐步形成了“产业升级—品牌拓展—城乡共益”
的减贫路径,为村庄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三产融

合体系。该体系的可持续运转,离不开当地村

民人力资本的持续提升。为此,中天金融协同

村集体组织,加强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
积极构建和谐的村民关系网络,提升村民的社

会资本,为三产融合发展持续输送适应性强、素
质好的本地人力资源。

3.2.2 黄溪村:从“单一”到“立体”的产业

融合

在桑田蚕业创立初期,黄溪村蚕桑产业虽

具备一定基础,但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参与门

槛较高、销售渠道受限等现实制约。为破解上

述困境,桑田蚕业通过引进优良品种、改造低产

桑园、推动土地有序流转、制定标准化生产流程

等举措,有效提升了村民的生产效益,也为后续

推进桑园机械化作业奠定了基础。作为黄溪村

“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扶贫资金+市

场”链式经营模式中的关键一环,桑田蚕业积极

搭建村民创业平台,以“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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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共享、风险共担”为原则,吸引更多农户参与

产业化经营。为进一步应对蚕桑产品市场价格

波动大、销售渠道不稳定等问题,桑田蚕业重点

开展蚕茧代收代销业务,以不低于市场价的价

格统一收购村民蚕茧,并直接对接外部市场,减
少中间流通环节,最大限度保障村民收益。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桑田蚕业面

临蚕茧滞销的严峻挑战。基于多年商业经验,
企业负责人徐万年与村集体及养蚕大户协商

后,决定向下游延伸产业链,建设蚕丝被加工

厂,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进而增强产

业抗风险能力与村民收益稳定性。桑田蚕业通

过强化产业基础设施、降低村民参与门槛、延伸

价值链、稳定原料收购渠道等一系列举措,有效

实现对本地蚕桑产业的系统性赋能。这不仅拓

展了村民创业就业空间,也增强了企业的核心

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基础。
作为一家“内生型”创业企业,桑田蚕业在

价值赋能阶段的减贫实践中,持续推进黄溪村

蚕桑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升级。通过建设蚕丝被

生产线,企业由原先的外销代理角色转变为原

料直接消化者,村民生产的蚕茧全部内销用于

深加工,在保障原料销路稳定的同时,也增强了

产业链的结构韧性。相比原料销售,蚕丝被等

精加工产品具有更高的差异化和抗市场波动能

力,进一步巩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桑田蚕

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本地就业创业平台的稳定与

村民收入的实质性提升。与此同时,蚕桑产业

与黄溪村的水果、茶叶、苗木等其他特色产业协

同发展,逐步构建起多业融合、互促共进的乡村

产业体系。
团结村、黄溪村两个村在价值赋能阶段的

编码汇总分别见表4、表5。从两个村的编码结

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外来型”企业还是“内生

型”企业,都可以基于创业减贫的成果更好地实

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具体来看,两种模式都在

“自适应发展”下进行“融合反馈”最终实现“三
产融合”,虽具体路径存在差异,但是都在新乡

贤的协调与引导下实现了发展,进一步明确了

各村的产业方向。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新

命题。
命题4:在价值赋能阶段,融入贫困村的创

业企业在资源合理配置方面可以起关键作用。
新乡贤在创业减贫实践中作用明显。新乡贤一

方面可以修正“外来型”企业在产业发展期的偏

差,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引导“内生型”企业沿产

业链扩展升级。

表4 团结村在价值赋能阶段的编码

Tab.4 The
 

coding
 

in
 

the
 

value
 

empowerment
 

stage
 

of
 

Tuanjie
 

Village

聚合维度 二阶主题 一阶构念

三产融合

产业升级
提质增产

产业链延伸

品牌拓展
品牌创立

品牌开发

城乡共益
需求导向

巩固渠道

融合反馈

构筑产业体系 多元化产业发展

效益提升
经济效益提升

社会效益提升

自适应发展
社会资本积累 强化关系网络

人力资本积累 持续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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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黄溪村在价值赋能阶段的编码

Tab.5 The
 

coding
 

in
 

the
 

value
 

empowerment
  

stage
 

of
 

Huangxi
 

Village

聚合维度 二阶主题 一阶构念

三产融合

产业基础建设 产业基础规划

降低参与门槛
保障资金支持

提供技术支持

延长产业链 拓展产业链

融合反馈

深化产业结构 延伸主导产业

效益提升
经济效益提升

社会效益提升

自适应发展
人力资本积累 持续赋能

社会资本积累 价值共享

3.3 三产融合长效机制运行(2021—2023年)
前面的分析表明,创业减贫实践经过发展

融入阶段和价值赋能阶段后,贫困村在顺利摆

脱贫困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三产融

合长效机制。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逻辑起点是

不同创业减贫主体间的互动,三产融合长效机

制是配置创业减贫资源的有效手段和重要保

障。三产融合长效机制为置身于其中的创业减

贫主体提供各类资源,通过深化三产融合来提

高农村的贫困治理能力,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
不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维度上看,“三产融合

长效机制”可以被看作是我国农村产业发展到

更高级阶段的产物。这是因为农村产业发展的

长期性和复杂性,需要达成共同愿景(即乡村振

兴)的多主体全方位参与和共生、注重社会融入

和多元协同,构建起带有外生指导、内生发展、
共演修复机制的动态三产融合体系,因此可以

采用“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分析范式进行理论

分析和实践创新。
本文将“三产融合长效机制”定义为,多个

有共同愿景的创业减贫主体之间基于资源、人
力资本、社会资本、市场、知识和学习机制等创

业减贫构成要素,协同组成一个组织系统,系统

成员相互依存、共建、共享、共赢,并且机制具有

一定的协同性、多样性、稳定性、动态性和开放

性。该组织系统能够确保产业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并能够形成三产深度融合,由此推动乡村

振兴。三产融合长效机制如图3所示。
实际上,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构建,是创业

减贫与三产融合之间理论联系的印证。三产融

合长效机制建立的基础在于参与主体的广泛

性[28],参与主体包括政府、创业企业、新乡贤及

社会组织、居民、边缘群体、易返贫群体、相对贫

困群体等。其中,新乡贤发挥协调作用,与政府

和创业企业形成了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保障体

系[2],三者在创业减贫实践过程中能力共演共

进,保障了农村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在保障体

系的支持下,减贫要素投入贫困村,在外生指导

机制、内生发展机制和共演修复机制的作用下,
通过自适应发展进行创业减贫实践,最终促进

了农村三产融合。该长效机制具有多样性、稳
定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等特征。随着脱贫攻坚

的进行,我国农村的三产融合长效机制已经生

成、运行并朝着协同、共享和优化的方向不断演

进。特别地,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运行涉及参

与主体和各减贫要素产生影响的过程及发挥功

能的过程。因此,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运行决

定于该组织系统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及相互关

系,组织系统是保证三产不断融合的基础。三

产融合长效机制的构建不但可将创业减贫前沿

理论的诸多分支理论联系在一起,而且将前文

基于文献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案例分析的

方式进行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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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三产融合长效机制

Fig.3 Long-term
 

mechanis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创业减贫视角,通过对两个脱贫

村创业企业的案例研究,归纳了不同类型创业

企业在创业减贫过程中与各相关主体的相互作

用,通过产业选择、产业链延伸,推动三产融合

长效机制的形成及运转。

第一,“外来型”创业企业在资源方面存在

优势,但由于利益诉求与制度逻辑和当地村委、

村民存在矛盾,在发展融入阶段会出现一定的

预期偏差。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发挥乡贤的协

调作用,在乡贤协调下调和主体之间的矛盾,促
进“外来型”创业企业与当地政府、乡贤群体多

方深度协同,进行嵌入式创业,逐步提高贫困群

体的内生动力,为创业减贫实践提供社会资本,

可以为产业融合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在价值赋能阶段,融入贫困村的创业

企业在资源合理配置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新乡贤在创业减贫实践中作用明显。新乡贤可

以修正“外来型”企业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偏差,

也可以积极引导“内生型”企业沿产业链扩展

升级。

第三,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两种不同创

业模式发展的产业都进入价值赋能阶段,并逐

步形成外生指导、内生发展与共演修复三大机

制。在外生指导、内生发展与共演修复三大机

制作用下,农村在产业发展上形成了三产融合

长效机制。该机制的系统运用可以为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并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

保障。

4.2 理论贡献

第一,构建了创业减贫实践与三产融合的

共演理论框架。不同于既有研究对创业减贫与

产业融合的割裂讨论,本文通过纵向跨案例研

究揭示了二者的互动关系。创业企业通过资源

补给、制度嵌入和能力弥合等路径推动产业链

延伸[2],而三产融合进程中的主体协同与机制

创新又反哺创业减贫实践的深化。这种互动的

共演视角突破了传统线性发展范式的局限,为
理解乡村振兴中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机

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特别是提炼出了外生

指导、内生发展与共演修复三大机制,系统阐释

了多元主体在不同阶段的作用机理,丰富了创

业减贫理论的情境化内涵。

第二,提出了农村产业融合的“双轨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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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研究发现,“内生型”创业企业与“外来

型”创业企业在产业链延伸中呈现出差异化路

径。前者依托新乡贤人脉实现社会资本的内源

性积累,后者通过制度改革重构资源分配秩序。
两种模式在产业融合中形成互补效应,内生型

创业企业的适应性创新为产业升级提供基础韧

性,外来型创业企业的资源注入加速规模效应

形成。这一发现不仅拓展了BOP理论与制度

创业理论的应用边界,也通过“信任累积—能力

共建—价值共创”的演化链条,揭示了中国特色

乡村产业振兴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

逻辑。
第三,发展了乡村创业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本文采用“时间嵌套式”纵向案例设计,将扎根

理论的编码程序与过程追踪法相结合,通过捕

捉两个案例村庄关键事件的时间序列数据,采
用事件系统理论解析了政策冲击、主体博弈与

技术扩散等要素的跨层次联动效应。这种时空

维度融合的研究设计,为破解乡村创业研究中

的“过程黑箱”问题提供了方法范例。
第四,深化了创业减贫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研究发现,乡贤群体在创业减贫中扮演着“制度

中介者”与“资源转化器”双重角色[29]。乡贤既

可以通过非正式权威修正外来企业的制度偏

差,又可以“新乡贤+”模式重构地方产业网络。
这一发现揭示了社会资本在乡村创业中的重要

作用。相较于西方语境下的社会创业理论,本
文特别强调政治关联与文化资本的独特作用,
为发展中国家乡村创业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

视角。

4.3 实践启示

第一,通过构建多层级主体参与的产业政

策框架,强化了制度供给弹性。建议政府将非

营利组织纳入农村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体系,通
过税收减免、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其参与

产业规划与社区治理。同时,应建立动态政策

调整机制,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资源禀赋和

产业融合阶段特点,在土地流转、财政补贴等政

策工具包中自主选择适配方案。如江西省修水

县黄溪村在蚕桑产业链延伸中实施的“技术入

股分红”政策,有效解决了技术扩散与利益分配

难题。

第二,完善新乡贤治理的制度化路径,构建

“双轨驱动”协调机制。新乡贤在产业融合中兼

具文化权威与资源整合双重功能。政府的政策

设计需着重解决乡贤作用发挥的两大瓶颈:一
是建立乡贤身份认定与权益保障制度,通过设

立“乡村振兴顾问委员会”等机构,赋予其参与

产业规划、项目评估的权限;二是构建“正式制

度+非正式规范”协同机制,将乡贤调解纳入基

层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同时需警惕乡贤治理的

风险,通过村民议事会等平台建立权力制衡

机制。
第三,实施“链式政策”供给策略,推动产业

生态系统升级。政策制定应突破单一产业扶持

思维,转向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三链协同”
的政策设计。具体包括建立产业链韧性评估体

系,在项目审批中增加供应链稳定性、市场风险

分散度等评估指标,如黄溪村蚕丝被加工厂的

逆向供应链建设经验值得推广;创新“共享收

益”分配机制,探索“保底收益+按股分红+技

能溢价”复合分配模式,确保小农户深度融入产

业链;设立三产融合创新试验基金,重点支持数

字技术应用、功能拓展型融合等新业态。
第四,构建“四维赋能”的价值共创体系,激

活内生发展动力。建议从组织赋能、数字赋能、
空间赋能、制度赋能四个维度完善政策支持:组
织赋能方面,推广产业联盟模式,将基层组织嵌

入产业链关键节点。数字赋能方面,将数字乡

村建设与产业融合深度耦合,建立覆盖县、乡、
村三级的产业大数据平台。重点开发产业链智

能决策系统,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实时市场分

析、风险预警等服务。空间赋能方面,在国土空

间规划中设立“产业融合特别功能区”,允许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优先用于文旅融合、仓储冷

链等产业项目。制度赋能方面,建立乡村振兴

政策效能评估机制,将三产融合度、农民参与率

等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第一,情境适用空间有待拓展。尽管采用

跨案例比较方法,但样本均取自中西部欠发达

地区,其经验在东部沿海或城郊融合型村庄的

适用性需进一步验证。
第二,方法论层面有待改进。定性研究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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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深入揭示机制复杂性,但难以量化不同要素

的作用权重。未来可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一方

面可以构建“主体能力—制度环境—产业特性”
的多层指标体系,解析三产融合的组态效应;另
一方面可以开发微观量表,通过大样本面板数

据检验理论模型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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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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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ural
 

Three
 

Industries:
 

A
 

Cross-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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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s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XIANG
 

Wei-l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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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bing2,
 

Z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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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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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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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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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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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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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has
 

reached
 

a
 

preliminary
 

scale,
 

but
 

still
 

suffers
 

from
 

systemic
 

deficiencies.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e
 

“three
 

industries”)
 

with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thus,
 

becomes
 

crucial
 

to
 

addressing
 

this
 

issue.
 

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villages
 

with
 

distinc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rural
 

triple
 

integration,
 

analyzing
 

the
 

behavioral
 

roles
 

played
 

by
 

both
 

“non-local”
 

and
 

“local”
 

enterprises,
 

as
 

well
 

as
 

other
 

relevant
 

actors
 

involved.
 

The
 

study
 

finds
 

that,
 

compared
 

to
 

non-local
 

enterprises,
 

local
 

enterprises
 

are
 

more
 

readily
 

integrat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stage,
 

facilitated
 

by
 

accumulated
 

trust.
 

Local
 

elites
 

play
 

a
 

dual
 

role
 

and
 

help
 

correct
 

deviations
 

of
 

non-local
 

enterprises
 

while
 

guiding
 

them
 

to
 

expand
 

and
 

upgrade
 

along
 

the
 

industrial
 

chai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both
 

entrepreneurial
 

models
 

enter
 

the
 

value
 

empowerment
 

stage,
 

gradually
 

forming
 

three
 

core
 

mechanisms,
 

that
 

is,
 

exogenous
 

guidanc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co-evolutionary
 

adaptation.
 

Driven
 

by
 

these
 

three
 

mechanisms,
 

a
 

sustainable
 

long-term
 

mechanism
 

for
 

rural
 

three
 

industries’
 

integration
 

takes
 

shape.
 

This
 

provides
 

a
 

robust
 

foundation
 

for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effectively
 

aligning
 

with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entrepreneurship-driven
 

poverty
 

reduction;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long-term
 

mechan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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